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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的“智性”：社会科学与美国战略

情报的兴起（１９１７～ １９５０） ①

高昕宇　 　 　

〔内容提要〕“战略情报”作为当代美国国家情报体系的核心概念，体现

了美国情报精英和社会科学专家服务于决策的情报的“智性”的追求。 在

现代美国情报体系的演进和变革历程中，社会科学发挥了关键的支撑和创

制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准情报组织的威尔逊“调查团”首次将

社会科学引入政治经济情报分析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

研究分析处的专家们将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和规范全面移植到情报工作

中，构建了战略情报的基本形态和工作模式，革新了战略评估的技能，推动

了战略情报的专业化、体系化和国家化。 冷战初期，以谢尔曼·肯特为代表

的社会科学家完成了对战略情报的理论总结和阐发。 战略情报实现了从实

践技艺到理念体系的跃升，为美国国家情报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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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谢尔曼·肯特

战略情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②是一种重要的情报类型和情报研究概念。 美

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ＤＮＩ）２０１９ 年

发布的《国家情报战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报告，将其内涵定义为“识别并

①
②

笔者衷心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笔者文责自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前“战略情报”一词已经被泛化地应用在信息管理、商业、科研等民事活动中。 本文

考察的对象是服务于国家决策的战略情报，不涉及其他民事领域。



评估国家与非国家实体的能力、行动及意图，以深入把握战略环境态势，预警关乎长

期利益议题的未来动向，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与战略决策提供支撑”。① 该术语突出

强调与国家战略决策相关的情报，区别于侧重短期的、具体行动的“战术情报”（Ｔａｃ⁃
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战略情报诞生于美国，是美国情报实践和制度设计中最重要、优
先级最高的领域，构成了国家情报的支柱。

战略情报的语汇与概念现已广泛应用于情报研究、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等领域，
其基本内涵高度稳定。 学界对其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来自美国情报研究领域的重要学

者洛奇·Ｋ．约翰逊（Ｌｏｃｈ 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在《战略情报：隐蔽世界之窗》一书中的总结。
他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战略情报的内涵界定为：“对危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

的即时威胁发出预警，以及为政府高层官员研判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期态势。”②据此，
战略情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服务于高层的战略决策，聚焦于国家安全与利益的

重大议题；第二，由于议题的复杂性，战略情报需综合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

域的知识与信息；第三，处理综合信息依赖专业的情报分析方法，这使分析评估成为

战略情报的中心业务。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国家情报战略》强
调，美国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深化、扩展专业知识，加强收集和分析能力”来
服务于全球战略竞争———这正是战略情报核心作用的体现。③

战略情报的独特性在于其对“智性”（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④的追求。 它不同于秘密的间

谍活动，寻求以广博的知识基础、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提高对情报工

作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这根植于美国情报与社会科学深厚的历史渊源中。 正如美

国国际关系学者克劳斯·科诺尔（Ｋｌａｕｓ Ｋｎｏｒｒ）在《社会科学与对外情报》一书所指

出的，“社会科学极大地影响了情报的生产。 实践证明没有社会科学，情报是不可想

象的。”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初期（１９１７ ～ １９５０）这个美国情报事业的奠基时

代，社会科学的深度介入填补了联邦政府在研究和分析世界各地的综合情报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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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并在情报工作的实践中推动了战略情报理念的不断扩张和成熟。 在这一历史

演进过程中，战略情报从初具形态、概念模糊的基层情报实践，逐步演变为功能完备

的专业化情报工作体系，并产生了内涵丰富的情报理念。
由于情报史研究属于情报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交叉领域，为了方便梳理，笔者

将现有的关于“情报与社会科学关系”的考察，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论，划分为非历

史学向度（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为代表）的一般情报研究和历史学向度的情报史研

究两大范畴。 这两类各有侧重的研究路径，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的学术谱系。
在非历史学的研究中，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者贡献了最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类研究通常将美国战略情报局（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ＳＳ）作为典型的研究对

象，着重探讨社会科学对改进情报分析工作的影响。 这一研究路径可追溯至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情报研究的先驱乔治·Ｓ．佩蒂（Ｇｅｏｒｇｅ Ｓ． Ｐｅｔｔｅｅ）①等学者结

合战略情报局的战时经验，论证专家参与战略情报分析工作的重要性。 在理论建构

方面，克劳斯·科诺尔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系统地辨析了社会科学与对外情

报工作在性质、功能、方法及学术偏好等方面的异同。② 美国安全研究学者迈克尔·
德施（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ｓｃｈ）通过纵向比较研究，详细梳理了美国历史上社会科学服务于国

家安全决策的历程，其中自然包括社会科学对情报工作的影响。③ 国内学界对此研

究也保持了一定的关注。 国防科技大学的高金虎教授、④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

学的张晓军教授⑤等，在该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他们关于美国情报体制的研究

引入了历史维度，注意到了战略情报局组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参与情报分析的机

制。 上述研究发掘了社会科学对改进情报工作的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侧重考察制

度和理论，缺乏对历史过程的情境化考察。 社会科学影响战略情报兴起的历史脉络，
还有待进一步的揭示。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社会科学史学者做了最为细致的考察。 他们的研究主要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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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个维度展开。 其一，关注战略情报局动员特定社会科学学科的力量参与战争。
在这方面，以美国社会科学史学者巴里·Ｍ．卡茨（Ｂａｒｒｙ Ｍ． Ｋａｔｚ）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他通过考察在战略情报局任职的若干社会科学家的工作，生动地展现了经济学、历史

学、人类学等专业或研究领域的学者如何参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① 其二，探究情报

工作经历对学者的战后学术生涯的影响。 譬如，社会科学史家大卫·恩格尔曼（Ｄａ⁃
ｖｉｄ Ｃ．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等学者②聚焦于苏联研究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美国情报机

构的合作，以及学者们对苏联的研究如何受到情报机构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

研究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学者们更强调社会科学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情报工作对

社会科学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社会科学对情报工作的方法和模式的具体影响。 就

国内学界而言，学者们近年来对社会科学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关注度逐渐增

加，但专门考察情报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③

另外，还有一些情报史研究专注于情报机构的体制沿革与核心人物的传记研究，
其中也涉及组织社会科学家服务于情报工作的问题。 仍以战略情报局为例，相关情

报机构史和人物传记研究④几乎都将聘请专家从事专业情报分析视为该机构的制度

创新。 譬如，美国陆军部编纂的战略情报局机构史就详细记述了战略情报局各处的

工作，并提到了社会科学家发挥的重要作用。⑤ 在这方面，美国情报史家罗宾·Ｗ．温
克斯（Ｒｏｂｉｎ Ｗ． Ｗｉｎｋｓ）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他以耶鲁大学的学者群体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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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ｒｙ Ｍ． Ｋａｔｚ，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ｐ．２９～１９６．
Ｄａｖｉｄ Ｃ．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 Ｋｎｏｗ Ｙｏｕｒ Ｅｎｅｍ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ｏｖｉｅｔ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３～４５；Ｄａｖｉｄ Ｈ．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０１ ～ ２２０．其他研究如 Ｓｉｇ⁃
ｍｕｎ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９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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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３４。
牛可教授从美国地区研究的“创生史”出发，讨论了美国情报共同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参见牛可：
《情报机构里的学术人：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０ 期，第 ６６ ～ ６７ 页；牛可：《美
国“地区研究”的兴起》，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第 ６４～６５ 页。
相关研究如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ｒｏｙ，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ａｎｄ ＣＩ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１９８１）， ｐｐ．１１７～１７４；Ｈａｒ⁃
ｒｉｓ Ｓｍｉｔｈ， ＯＳ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ｐｐ．１～６８；Ｂｒａｄｌｅｙ Ｆ． Ｓｍｉｒｈ，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３）， ｐｐ．３６０～３９０； Ｍａｒｋ Ｍ．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 Ｕ．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
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９２）， ｐｐ．７～１４。
Ｕ． Ｓ． Ｗａ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ｉ，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ａｌｋｅｒ ａｎｄ Ｃｏ．，
１９７６）， ｐｐ．１６５～１７８．



通过翔实的档案资料揭示了多位学者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情报组织服务。①

然而，上述研究②对社会科学影响情报工作的具体机制明显探讨不足，缺乏对战略情

报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发生的历史变迁的专门研究。
另需指出，现有研究普遍存在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中心主义”倾向。

这种偏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情报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经典叙事”，即强调第

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是美国现代情报体系形成的奠基时期，而相对忽视或弱化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情报演化史中的发端意义。 不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推进

和档案的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倡导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美国情报创生

中的重要意义。 北美情报史协会创会会长马克·斯托特（Ｍａｒｋ Ｓｔｏｕｔ）明确地提出了

重要的修正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现代美国情报。 此后美国情报的几乎所

有发展，无不脱胎于这场战争中形成的情报机制。”③就本文研究的战略情报问题而

言，亦是如此。 本文的研究显示，唯有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初期

的战略情报发展置于完整的历史图景中考察，方能连贯、深入地理解美国战略情报的

演进全程。
本文搜集了“调查团”（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和战略情报局的工作档案，以及战略情报理

论的奠基人谢尔曼·肯特（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的个人档案。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

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美国情报史出发，立足于历史和情报研究的交叉领域，尝试

用一种相互关联的整体视角，梳理社会科学在战略情报理念的萌芽、创生、理论形成

阶段发挥的巨大作用，揭示战略情报工作模式、组织体系和思想理念形成的历史过

程，并在此基础上发掘美国国家情报工作独特的“智性”特质及其历史局限性，思考

情报与美国对外决策之间的关系。

一　 奠基：调查团的政治经济情报工作

美国虽自独立战争时期起便存在情报活动，但其情报组织直至 ２０ 世纪初仍呈现

体系破碎、效能低下的特征。 恰如前中央情报局（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ＣＩ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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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ｉｎ Ｗ． Ｗｉｎｋｓ， Ｃｌｏａｋ ａｎｄ Ｇｏｗ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ａｒ， １９３９～ １９６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１１～１１５．
笔者尝试在全面收录战略情报局的研究文献的参考书中，检索战略情报局与社会科学相关联的文章或专

著，但所得有限，主要是前文提及的文献。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社会科学与情报的关系的专门研究，在
传统的战略情报局历史研究视域内得到的有限关注。 参见 Ｄａｎ Ｃ． Ｐｉｎｃｋ， 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 Ｏｓｓ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ＯＳＳ ／ Ｄｏｎｏｖ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９８。
Ｍａｒｋ Ｓｔｏｕ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２０２４）， ｐ．Ｉ．



长艾伦·杜勒斯（Ａｌｌｅｎ Ｄｕｌｌｅｓ）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历史上，除战

争时期外几乎不存在国家情报活动。”①这种断续的发展导致美国情报的基础设施松

散薄弱，情报思想贫瘠落后。 例外情况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的需求暂时

扭转了美国情报事业萧条的局面。 这期间的一些情报革新为战略情报的诞生提供了

重要参照，但这种革新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在战后得以延续。 因此，这一时期只

能被视作美国战略情报的准备和奠基阶段。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总体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传统战场的

界限，迫使各国动员一切军事和非军事资源服务于无限的战争目标。② 这从根本上

重塑了情报需求的格局，催生了情报综合化的趋势。 正如英国情报史学者迈克尔·
赫尔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ｅｒｍａｎ）所言：“总体战产生了总体情报的需求。”③因为交战各国的

军事力量已经开始依赖于工业能力、人口结构和士气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这使得影响

战争的因素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情报的范畴。 这一趋势除了刺激军事情报的迅猛发

展，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情报活动形态。 以威尔逊总统组建的带有丰富情报职能的智

囊团队———调查团———为标志，社会科学首次被系统地引入情报领域。④

１９１７ 年 ９ 月，威尔逊总统授权其最信任的政治顾问爱德华·豪斯 （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ｏｕｓｅ）招募社会科学家组建调查团，以筹谋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 利用学术网络，
该组织开创了大规模地动员社会科学专业人士从事准情报研究分析的先例，与社会

科学界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 调查团由哲学家西德尼· 梅泽斯（Ｓｉｄｎｅｙ Ｍｅｚｅｓ）、
地理学家艾赛亚·鲍曼（ Ｉｓａｉａｈ Ｂｏｗｍａｎ）直接掌管，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担任秘书长。 通过学术网络，调查团动员了来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 １５０
多名学者，并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地理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国家历

史服务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⑤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正如

迈克尔·德施所言，调查团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更普遍的美国大学，如何为战争而努

力动员起来的最突出的例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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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服务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是由时任卡内基研究所历史研究主任的约翰·富

兰克林·詹姆森（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Ｊａｍｅｓｏｎ）创立的带有宣传性质的研究机构，旨在以历史学研究实现公共目

的，隶属于战时公共信息委员会。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ｓｃｈ， Ｃ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 Ｗａｎ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３０．



调查团的组织样式源自进步主义时代特殊的智识背景。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初，美国兴起了聘用专家、顾问，用科学理念指导社会调查统计以解决社会问题的

“社会计划”（ｓｏ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风潮，社会信息被视为改良社会的重要依据。 而旨在通

过收集信息来解决国际问题的调查团，正是该思潮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早实

例”。① 调查团也沿袭了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在最高层级的行政委员会下划分出政

治和政府、经济和商业、社会科学（包含历史）、国际法、地理、战略划分这六个部门。②

调查团的工作内容覆盖以下方面：（１）相关争议地区的各个方面的概况；（２）相关地

区未来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建议；（３）国际贸易、贸易自由、和平等问题；（４）国际

法研究；（５）战后维持和平的国际制度。③ 调查团的核心工作是搜集和处理信息，包
括制定计划、收集数据、消化数据、编辑数据④四类工作。 这一基于社会科学认识论

而建立的知识生产流程，基本可以被归于准情报工作。
调查团按照信息的加工程度和决策参考价值，将提供给决策者的报告分为逐级

递进的三个类型：一是基础参考材料，主要指地图、图表、手册、名录、指南等可供“快
速参考的材料”；二是一般性报告，主要是一些概要和综合手册，旨在使非专业读者

能够“快速了解主题及相关问题”；三是最具决策参考价值的专论———作为针对特定

主题、带有结论和判断的分析性解释，这部分内容已经显露出日后专业情报分析的雏

形。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的研究范畴远超和平谈判议题。 根据调查团颁布的

《研究范围与方法》（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调查团研究的内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以及战后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各种国际事务———既包括分析各国的政治、社
会、经济状况，也包括分析相关国家在特定地区的利益所在及其“国内政治团体的利

益关切”。⑥ 这种研究设计充分体现了调查团为总体战提供决策和服务的意图。
然而，社会科学与情报分析的融合过程并非若合符节。 两者在目的上存在根本

差异：前者追求一般性的理论构建；后者强调特定情境下的政策适用性。 这种内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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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Ｇｅｌ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ｐ．ｘｉ．
Ｗ．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ｔｏ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Ｃｈｉｅｆ，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１９１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８， Ｔｈｅ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ａｒｋ， ＭＤ （ＮＡＣＰ） ．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Ｂｒｉｅｆ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１９１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８， ＮＡＣＰ．
Ｗ． Ｌｉｐｐｍａｎｎ ｔｏ Ｓ．Ｅ． Ｍｅｚ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１９１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
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７， ＮＡＣＰ．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ｕｎｄａｔ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８， ＮＡＣ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１９１８， Ｂｏｘ ３， ＭＳ ８，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Ｉ： Ｒｅ⁃
ｃｏｒｄ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盾促使调查团做出一些双向调适和创新，包括成立专门的跨领域研究规划指导委员

会，以综合来自各学科专家的判断，通盘制定、协调研究议程。 同时，它也促使调查团

在部门划分方面做出调整，从最初的几乎完全按照政治、经济等专业领域来划分组织

机构，转变为兼顾学科和地区来安排部门，增设了专门研究热点地区的地区部。① 根

据调查团的《研究主题大纲》 （Ｂｒｉｅｆ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需要以国家或地区为单

位，考察其“历史、地理、政府与政治、社会状况、经济”，从而产生综合性的判断，实现

“对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和弱点有所了解，亦可对其人民的参政情况和

自治能力有所估计”。② 这些调整反映了一个趋势：社会科学被引入情报工作后，相
关研究由单一学科导向转变为以专门地区为向度的跨学科研究。③

１９１８ 年，调查团在其发布的《调查团的政治情报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报告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一种新的名为“政治情报”的概念，这
可被视为战略情报的雏形。 报告明确指出，政治情报的职能是为决策服务，强调了掌

握实时信息以了解事态变化，对美国谈判代表团做出“明智的决定”的重要性。 调查

团明确地指出了美国综合情报职能的缺位：尽管美国现有的从事政治和经济情报工

作的机构众多，如国务院以及陆军、海军的情报部门等，都具有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职

能，但它们都缺乏基本的情报分析能力，“甚至回答最基本的问题的能力也不足。”因
此，调查团主张发展由社会科学专家主导的专业情报分析。④ 这种设想已经接近日

后的战略情报局的战略情报工作。
调查团专家们设想的专业情报分析组织，最终在巴黎和会上得以初步实现。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调查团解散后，一部分核心成员被纳入新成立的美国和平谈判委员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并获得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领

土、经济和政治情报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该机构作为直属于委员会领导层的核心决策支持机构，在巴黎和会上发挥了重要的

服务于决策的作用。⑤

调查团对美国情报事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通过调用社会科学，建立起一种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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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ｕｎｄａｔｅｄ， Ｍａｒｃｈ ｏｒ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１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７， ＮＡＣＰ．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Ｂｒｉｅｆ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１９１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８， ＮＡＣ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１８， Ｂｏｘ ３， ＭＳ ８，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Ｉ：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ｕｎｄａｔｅｄ， １９１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６， Ｅｎｔｒｙ ２， Ｂｏｘ １９， ＮＡＣＰ．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Ｇｅｌｆ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ｐ．３３２．



专业化的“政治情报”分析体系。 以往的美国军事情报主要以战争为导向，而领事外

交情报则依赖外交官的经验主义，政府缺乏研究和分析世界各地综合情况的组织和

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政治分析传统上只包含在外交官员撰写的领事报告

中。 大多数美国情报部门会严格处理军事情报。”而且这两种情报都没有专门负责

分析的部门。① 相比之下，调查团通过引入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学科范式，开展了

系统化的综合情报分析工作。
以后见之明来审视，这种综合性政治经济情报分析与今天的战略情报评估具有

显著的相似性。 其开创性意义有三。 其一，调查团是社会科学在情报领域的首次制

度化实践。 这一创举突破了当时以间谍活动和战场情报为主导的传统情报形态，②

使社会科学家第一次成为情报工作的主角。 他们对“智性”的追求，即更重视广博的

知识、专业的方法和扎实的信息资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产品在质量、深度和广度

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 其二，这种综合性情报分析构建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政治

经济情报的共生体，使得学术知识能够服务于情报支持决策的流程。③ 其三，调查团

的社会科学家们广阔的知识视野使他们挣脱了战争和军事情报的局限，产生了开展

和平时期的国家决策情报工作的明确意识。
然而，调查团过于超前的情报创新必然面临重重的时代局限性。 首先，由于当时

美国的情报事业整体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临时机构的调查团及其继承者美国

代表团情报处，自然会随着战后情报事业的消沉而被解散和遗忘。 其次，作为临时机

构，调查团能发挥作用几乎完全依赖于豪斯与威尔逊之间的私人政治纽带。 随着巴

黎和会的结束以及威尔逊与豪斯的关系破裂，调查团迅速瓦解。 但从根本上来说，调
查团的工作经验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为情报建制，也没有刺激和催生出对情报工作的

系统反思，根源在于决策者还未充分意识到情报对于在军事部门之上的全政府的决

策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价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美国的战略理论和思想发

展的迟滞。
现代战略思想起源于 １９ 世纪。 由于战争的规模、深刻性和复杂性发生了变化，

以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Ｃａｒｌ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们提出，
决策者要超越战役战术问题，以更宏大和综合的“战略”视角来看待军事活动。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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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ｒｕｃｅ Ｄ．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Ａｌｌａｎ Ｅ．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ｐｐ．５～６．
同时代，英国出现了“经济情报”“宣传情报”的概念。 这两种情报关注的是经济战（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和宣

传战（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Ｗａｒｆａｒｅ），但也主要服务于军事需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１９１８，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Ｊｏｉｎｔ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５）， ｐ．２５．



略”这一术语因而被广泛地应用在战争领域的军事科学当中。 然而，这种传统战略

观仍局限于军事领域。 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严格来说，战略仅关乎作战行动，但
其理论必须将实施这一活动的工具———武装部队及其内部构成与外部关联———纳入

考量。”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总体战”概念的出现，战略理论在美国迅速发

展。 其内涵开始从军事领域向外拓展，其体系性和规划性也越来越强。
１９２５ 年，美国海军军官霍洛威·Ｈ．弗罗斯特（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Ｈ． Ｆｒｏｓｔ）在海军学院院

刊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国家战略”的文章。 他认为，势均力敌的大国在交战时，很难

凭借纯粹的军事手段取得胜利，因为政治、经济甚至道德因素都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

影响。 不过，他关注的核心仍是其他要素对军事行动的成败的影响。 １９２８ 年，美国

海军军官乔治·Ｊ．迈耶斯（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Ｍｅｙｅｒｓ）出版了《战略》一书，明确提出“战略”包
含非军事内涵。 他将“战略”定义为“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为国家政策目的而提供、准
备及运用的外交手段和国家武装力量”。② 通过对外交战略的强调，迈耶斯使战略跨

过了军事和战争问题的边界，呈现出服务于国家和平时期的战略决策的面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战略”的内涵随着“国家安全”（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理念的兴起，进一步向包含国家全要素的谋略对策概念扩张，呈现出国家化的趋

势。 “国家安全”理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它为“塑造综合性、政治性的国家战略提供了

思想框架和基本要素，也为冷战时期的政府体制改造和国家构建的历史性工程提供

了方向和议程”，便于政府对接和协调对外“政策和战略”以及国内政治、军事、外交

的“组织体制”。③ １９４０ 年，以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德·厄尔（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为首的普林斯顿大学军事研究项目组，较早地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 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启发了美国政府“综合运用政治、经
济、军事和社会力量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④

“战略”的含义也在国家安全的新语境中得到了开掘。 厄尔将“战略”或者“大战

略”的内涵描述为“通过综合国内政策和军事政策……来最有效地促进和保护国家

的重要利益。 他们的重要性视情况而定，但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⑤ 这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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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ａｒｌ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 Ｏｎ Ｗａ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ｒｕｂ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ｏ．， １９４９）， ｐ．８５．
本段关于战略思想的引述，参见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Ｆ． Ｗｅｉｇ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ｙ ｏｆ Ｗａ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７３）， ｐｐ．２０４～２０６。
本文关于“战略”“国家安全”语义的辨析参考了牛可教授的观点。 参见牛可：《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

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８６ 页。
于铁军：《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１４ 页。
Ｅａｒｌｅ ｔｏ Ｄｏｌｌａｒｄ，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 １９３９， ｂｏｘ １７８，
ＣＣＡ． 转引自 Ｄａｖｉｄ Ｅｋｂｌａｄ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ｒａ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６， Ｎｕｍｂｅｒ ３，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１ ／ １２， ｐ．１２０。



“战略”概念的扩张性、整全性的重构，促进了美国国家和社会对美国的利益和面临

的危险的广泛性理解，使“战略”这一术语“超越单纯的军事或政治问题，帮助美国采

取新的社会和政府手段来应对其复杂性”。① 可以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战
略”已经发展为综合军事和非军事因素的认识论工具，成为一种“统御政策思考、寻
求整全框架的认识论工具”和“治国术”。②

在“国家安全”理念指引下蓬勃发展的战略理论，为战略情报工作和组织成为国

家决策的重要支撑做好了思想准备。 这是因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涉及复杂的智识

程序和组织体制问题。 特别是在厄尔看来，战略的制定必须由国家最高层级的决策

层基于理性研判，由总统和总参谋部制定，并通过国会颁布的法案实施。 战略的这种

高层次规划的重要性，决定了“国家不能以公开辩论的方式行事”。 但恰恰因为战略

是无所不包的，其有效实施必定牵涉甚广，有赖于“开明和坚定的公民的支持”。③ 从

战略的这种系统规划的视角出发，就能充分理解将战略融入情报领域的必然性。 理

论上，因为战略决策关系重大，所以对决策的科学性和理性要求极高；同时，战略的成

功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这就需要为决策者提供最坚实、最明智的决策支持，以帮助

决策者洞悉敌情，说服民众。 这就是从所有维度上搜集信息、动员国家最优秀的智力

资源来处理信息的战略情报活动。

二　 发展成型：作为战略情报摇篮的研究分析处

调查团的尝试为社会科学介入情报工作提供了历史参照，而战略相关理论和思

想的发展则引导决策者注重决策的科学性和规划性。 这都为战略情报的诞生准备了

条件。 在战争的紧迫需求的刺激下，“战略情报”的概念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烈度、地域广度前所未有。 它推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

的战略情报组织———战略情报局。 而该机构也成为孕育战略情报的“摇篮”。 战略

情报局正式将战略思想引入情报领域，并在社会科学的支撑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战
略情报”的概念，进而围绕这一概念构筑了较为完备的情报工作机制和支持决策的

情报组织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体系化的战略情报工作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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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Ｅｋｂｌａｄｈ，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ｒａ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１２１．
牛可：《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第 ７９～８０ 页。
本段对厄尔观点的引用，皆来自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Ｍｅａｄ Ｅａｒｌｅ， ｅｄ．， Ｍ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ｔｏ Ｈｉｔｌ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３）， ｐ．ｖｉｉ。



推动战略情报局①成立的标志性文件，是该组织领导人威廉·Ｊ．多诺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Ｄｏｎｏｖａｎ）于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题为“建立战略信息局”②的备

忘录。 该文件堪称战略情报③的“诞生宣言”。 多诺万在备忘录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

作为战略情报原始形态的“战略信息”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并从国家战略

决策的角度系统地阐释了情报问题。 分析这份“宣言”中多诺万的整体设想，有助于

理解社会科学在美国战略情报的制度设计蓝图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多诺万的报告精确地捕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基于总体战而产生的

决策支持需求。 在他看来，总体战意味着国家全面的投入，即“战争中一个国家所有

资源的投入———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为了适应总体战，必须做好充分

的战争准备。 而战争准备的先决条件即是“制定明智的战略”。④

多诺万深刻地认识到情报与战略制定之间相依相生的关系。 在他看来，没有可

靠的情报支持而制定的战略“毫无价值”；情报除非“明智地导向战略目标”，否则也

将无处施展。⑤ 多诺万认为，当时的美国确实存在巨大的情报缺口。 缺乏情报使得

美国的战略筹划机构无法为未来制定计划，因为已有的各军种情报搜集机制受部门

视野所限，难以提供“准确、全面、长期的情报”。 比情报搜集机制落后更严重的问题

是情报分析的匮乏，以至于在多诺万看来，当时美国甚至没有“有效的（情报）服务来

分析、理解和评估我们可能获得的情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多诺万提议建立一个

直属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部门密切配合的中央情报机构，服务于国家的高层

决策，使最高决策者能够“获得准确、完整的敌方情报报告，并据此做出军事行动

决策”。⑥

在整体分析美国决策者情报需求的基础上，战略情报局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以往

的情报工作模式。 它不再完全仰赖窃取机密，而是负责收集、汇总和分配其他各部门

获得的情报和信息，并组织专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和解释。 根据多诺万的设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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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沿用了中文语境中一直使用的“战略情报局”来翻译“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但实际上，“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一词直译并无“情报”的意思，更妥帖的翻译是“特勤”。 本文的考察对象“战略情报”
与战略情报局中文译名中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直译为“战略特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多诺万的报告参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０，１９４１，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 Ｆｉｌｅ （ＰＳＦ）， １９３３～１９４５， Ｂｏｘ １２８， ＦＤＲ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ｖａｉｌａ⁃
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ｄ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ｍａｒｉｓｔ．ｅｄ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ｓｆ ／ ｐｓｆ０００５０９．ｐｄｆ． ２０２４．６．３０。
战略情报局成立的历史较为复杂。 其前身信息协调局（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Ｉ）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成立，并于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改组为战略情报局。 该局的职能是收集和分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需

要的战略信息，规划和实施参谋长联席会议可能指示的特别行动。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ｐ．１～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ｐ．１～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ｐ．３～４．



组织的核心任务是汇总来自政府各个部门的有关轴心国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材料，
供精心挑选的“掌握相关语言和技术”的社会科学专业人士进行详细研究。① 这一设

想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战略情报的“智性”的追求。
多诺万的构想虽具有战略高度，但并没有从基层经验出发，具体讨论战略情报的

操作程序、实施步骤以及与情报相关的实用概念。 战略情报局的核心部门研究分析

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ｒａｎｃｈ）在其实际运作中填补了这一空白———战略情报正

是在这个“襁褓”中从无到有产生的。
研究分析处的职能设计具有开创性意义。 它最初被设定为“收集、分析并向武

装部队报告具有战略价值的信息……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武装部队提供关于世界

上任何战争问题的合理判断”。② 同调查团一样，研究分析处主要由社会学家组成，
但其组织规模、研究范围、专业化程度、决策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 多诺万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总结道：“美国战时情报的核心群体是一群令人难以置信的‘操作

者’———各类社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③研究分析处主任是外交史和德国史学者威

廉·Ｌ．兰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Ｌａｎｇｅｒ）。 谢尔曼·肯特等专家负责领导各个地区的情报分

析部门。 到战略情报局 １９４５ 年解散时，它已拥有超过 ９００ 名具备社会科学研究背景

的工作人员。④ 战略情报局的业绩卓著，在其存在的短短 ４ 年间，产出了逾 ３０００ 份

研究报告，其中大量报告成为政府决策和军事行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得到了决策者的

认可。 这从罗斯福颁发给研究分析处主任兰格的“荣誉勋章”嘉奖词中可见一斑：
“（应各方要求）兰格领导和开辟的研究为战争进程贡献了大量的报告、调查、手册和

指导———它们的价值难以估量。”⑤

正如多诺万所强调的，“构建战略情报局这样有着复杂的目标和资源的情报系

统，显然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秘密间谍的概念。”⑥研究分析处在三个方面形塑了战

略情报。 一是将社会科学的理念、方法和规范全面移植到情报工作中，构建了战略情

报的基本组织和工作模式。 二是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情报技艺（ｃｒａｆｔ）和范式———战

略评估。 其核心即是关于“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和“意图”（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评估。 它成为支

持国家决策情报的最高目标和黄金标准。 在创制战略情报分析方法的过程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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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Ｌａｎｇｅｒ，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ｖｏｒｙ Ｔ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Ｌａｎｇ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ａｔｓｏｎ Ｐｕｂ
Ｉｎｔｌ， １９７８）， ｐ．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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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通过知识生产和理论创造，主动而强势地从间谍和军人手里夺取了建立现代

情报分析工作机制和思想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从而奠定了该领域不同于传统情

报活动的崭新局面。 三是在最深刻的思想层面，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内部发动

了一场“认知革命”，通过着意发掘情报的非军事要素，极大地扩张了战略情报的内

涵，催生了一种包含军事和非军事要素的新情报类型，为战略情报演化为和平时期的

“国家安全和决策情报”（即国家情报）做好了准备。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战略情报局在解散前夕发布了总结报告———《战略情报局研究分

析处运用社会科学对美国战略情报的贡献》（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ｄｅ Ｒ＆Ａ ｔｏ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以下简称《贡献》）。 该报告通过对研究分析

处的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地论证了社会科学在情报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报告甚至宣称，“该处的工作成果均属通常所言的社会科学范畴。”①结合这份报告和

研究分析处改进情报搜集和分析活动的实践，可以厘清美国战略情报的形态和工作

模式发展的整体轮廓。
首先，研究分析处改造了传统的情报组织和工作模式。 面对涉及世界各个地区

和各个领域的复杂而繁重的情报研究任务，传统的情报搜集方式暴露出效率低下、时
效性不足和信源可靠性存疑等局限性。 由于研究分析处的成员多接受过社会科学的

训练，他们更倾向于从书籍、报刊等公开出版物中获取信息。 因此，为了获取更高质

量的一手信息，研究分析处于 １９４２ 年联合商务部、陆海军部、国务院等多个涉足海外

事务的部门，成立了获取外国出版物部际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Ａｃ⁃
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以开展大规模的海外情报搜集活动。②该委员会的运

作使研究分析处能直接获取大量来自交战区的一手资料。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时，该处已经高度依赖“来自国会图书馆和世界各地的公开材料”。 其积累的公开资

料已达惊人规模，包括 ３０ 万张带标题的照片、１００ 万张地图、３５ 万份外国连载出版

物、５ 万本专著。③ 《贡献》指出，研究分析处之所以能开展大规模的研究并取得成

果，是与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员工能够积极地利用公开材料密不可分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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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公开出版物获取信息，意味着必须应对海量信息带来的筛选难题。 为此，研
究分析处发展出一套专精、科学的情报处理流程，将传统的个体经验判断升级为建立

在严格归纳和演绎之上的实证分析方法，并由此开发出了一整套对相关国家“能力”
和“意图”进行综合性评估的新情报分析范式。 研究分析处采取一种“拼图”式做法，
加工海量的信息和情报。 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信息是零散和有限的，不会自动形成

一个“有意义且可靠的描述”来回答决策者提出的问题。 为了实现从日常信息向决

策所需情报的提升，情报加工必须像拼图一般，先通过“将每一条情报与已知的相关

信息进行比较”，来确定材料的可靠性；再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归纳和梳理，形成“尽可

能完整的图景”。① 只有如此，才能重新组合由各方面基本信息构成的事实，发掘出

这些事实的决策价值，做出对未来趋势的可靠预测。 而这一工作必须建立在对相关

地区的丰富认知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② 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模式，恰好

在这一过程中能发挥拼图“黏合剂”的功能。
研究分析处在操作中将战略情报产出划分为描述类（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与评估类（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ｖｅ）两大类。③ 其中描述类情报要求整合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科学知识。
为了解决学术研究逻辑与现实情报需求之间的矛盾，研究分析处在 １９４３ 年进行了全

面改组，以世界各战略“地区”为研究向度，取代“专业学科”向度，设立了欧洲－非洲、
远东、苏联、拉美四个地区情报分析分部，作为情报评估的基本单元。 这被视为该机

构历史上最重要的行政决定之一，因为它颠覆了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的学科本位主

义，通过“强行”组织学者们进行跨学科合作，使他们能够在地区研究的框架下既直

接服务于决策需求，又能通过交流和融合产生灵感的火花和“令人惊奇的成果”。④

这种围绕某一地区动员各学科的智力资源的情报搜集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具体操作上，譬如，由地理学家制作详细的地图，介绍地形、人口分布和交通基础设

施等情况；由经济学家评估战略轰炸的效果；由政治学家评估轴心国的政治动态。⑤

这种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生产模式的成效如此显著，以至于研究分析处在报告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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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现了覆盖全球各个领域的知识生产，即“提供了关于全球几乎每个角落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高质量信息，以及这些地区的地理和居民情况”。① 这一适应决策

需求的改造和创新不仅奠定了战略情报评估的基本范式，还使战略情报局成为美国

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ＭｃＧｅｏｒｇｅ Ｂｕｎｄｙ）口中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地

区研究中心”，对美国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指导和刺激作用。②

建立在第一类情报分析产品基础上的，是更为高阶的战略评估类情报。 根据研

究分析处的报告《研究分析处成就》 （Ｔｈｅ Ｒ＆Ａ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该处承担着“评估

其他国家（敌方和盟友）的能力和可能的意图”③的职能。 这类报告不仅需要充分掌

握各国的基本国情，更强调在总体战的背景下对事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和

分析，是战略情报产品的核心。 恰如克劳斯·科诺尔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对情报的

影响催生了两个最关键的研究领域：一是‘国际事务中一国的能力、实践和目标’；二
是‘与这些能力、实践和目标相互关联的国内结构和功能’。”④科诺尔所谓的关于特

定国家的内部和外部能力和目标的研究，都包含在战略评估的范畴之中。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就已形成普遍共识：需要

建立研究各主要国家的“能力”的专门机构。 各个负责战略事务的部门都承认，“成
功的国家战略有赖于对其他国家的战略能力、可能意图和脆弱性的了解……常识确

乎表明需要建立常备的研究分析组织。”⑤战略评估作为研究分析处最重要的职责，
与其他局部的、基层的情报分析项目不是逻辑上的并行关系，而是递进关系。 在研究

分析处看来，要实现对国家能力和意图的准确评估，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研究，包括

该国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特征；该国的政治、经济执行力量；基于前两项研究得出

的该国当前的事态发展及其意义。⑥ 这三者从了解基层事实到解释发展趋势，构成

了关于特定国家研究的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以这些基础性工作为前提，研究分析处就可以集合社会科学家的智慧和判断力，

形成对特定国家总体能力和未来意图的判断。 在研究分析处后期的研究中，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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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国情研究报告。① 研究分析处领导人兰格后来评价道：“在研究外国的能力和意

图方面，我认为我们已经远远超出华盛顿的既有机构，也超过了以前其他地方任何尝

试开展此类工作的机构。”②对“能力”和“意图”的判断，是社会科学介入战略情报领

域后产生的最重要、最具技术含量的情报工作领域。 该模式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情报

界最具权威性、协调最多部门参与的情报活动———国家情报评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ＮＩＥ）。 而社会科学家们也通过建立这一整套战略评估的流程和标

准，取得了现代情报分析事业的主导权，开辟了一条迥异于间谍和军人的开展情报工

作的新路径。 这条路径也构成了美国情报共同体自认为有别于其他主要大国的最独

特之处。
此外，在研究分析处革新情报搜集技能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家们重新总结、阐发

了战略情报的内涵和外延，推动战略情报工作的对象和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和战

时情报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研究分析处主要负责辅助陆军情报部门编

制服务于军事决策和行动的综合情报参考资料，陆军情报部门称这一工作为“战略

调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该调查旨在“为在特定地区和国家开展军事行动的战争计

划搜集必要的详细信息”。③ 其中，研究分析处负责“人口和社会状况、政治和经济部

分”等非军事部分，④但这些部分是完全从属于军事需要的。 陆军情报局在《战略调

查的准备工作》（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指南中特别强调，“关于人口、社会、
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信息，只有在可能影响军事计划的时候才应当被纳入其中。”⑤可

见，此时的战略情报尚未挣脱军事情报框架的约束。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研究分析处关注问题的广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丰富程度

很快超出军事和战争的范畴，服务对象从军方拓展到了以国务院为代表的文职部门。
根据该处 １９４４ 年的工作总结，其服务对象是“所有制定战略计划的机构———无论军

事、经济还是政治机构”。⑥ 研究分析处完成的报告按目标分为五类：前三类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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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争的研究报告；第四类是“解决战后问题的报告”；第五类是“与长期的未来安全

相关的报告”。① 这显示出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正在逐渐取得独立于军事情报的

地位。
到 １９４４ 年末及之后，研究分析处在发给世界各地分部的指导文件中，专门将针

对某一地区的战略情报明确划分为军事战略情报和非军事战略情报。 军事战略情报

被定义为“与战略、战役规划、大型军事行动相关的情报”，非军事战略情报则指的是

“针对长期、宏观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报”。② 这里对非军事战略情报的界定实际

上就是日后的国家决策情报（即国家情报）的雏形。 研究分析处特别强调应当对非

军事战略情报予以重视：“对我国非军事战略情报领域，迄今为止少有人问津。 在这

个复杂的领域中，经济、政治和地理因素是最重要的，且紧密联系的。”③到 １９４５ 年中

期，在战略情报局颁定的组织手册中，研究分析处的工作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涵盖

“根据军方及其他授权部门的要求，针对几乎所有国家或主题开展的持续性情报

研究。”④

随着情报工作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得到关注，战略情报的国家化越来越明显，开始

呈现出向国家情报演化的趋势。 显然受到研究分析处的影响，１９４４ 年底，多诺万在

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关于建立战后中央情报组织的备忘录中，已经开始使用融合战

略与国家政策语义的“战略和政策情报”或“战略和国家政策层面的情报”等概念来

描述战略情报，并指出其主要职能是推进广泛的“和平与战时的国家政策”。⑤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研究分析处的专家们已经“发明”了完整的“战
略情报”概念，并赋予了非军事战略情报与军事战略情报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种革

新一方面是情报工作为适应突破军事和地理界限的总体战而自然发生的，另一方面

也源于社会科学家们偏重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事要素的价值取向和研究范

式，且后一重因素更有助于非军事战略情报从临时需要，固定为和平时期情报机构正

式的活动原则。 究其原因，是专家们对战略复杂性和综合性的理解，超越了视民事因

素为军事需要的附属的传统军事战略观念。 正如《贡献》中指出的那样：“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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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和平的战略，但对和平战略情报的需求同战争一样重要，这一点还不为人所熟

知。”除此之外，这种革新还源于社会科学家们对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实现理性

决策的信心，其中包含了确立自身在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中的优势地位的追求。
《贡献》是这样总结的：“和平时期的战略情报几乎完全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目标是

在无须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国际上的难题。”①

总之，没有社会科学的支撑和推动，开展具有高度“智性”的战略情报工作是无

法想象的。 社会科学界对战略情报实践和概念的创制可谓“居功至伟”。 鉴于这一

重大贡献，研究分析处尝试建立战后常态化的情报与学术界关系，以发展战略情报的

再生产体系。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研究分析处领衔与各情报部门合作成立了“政府情报和

研究工作与美国大学关系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其主要工作是“研究、报告未

来的政府情报研究分析工作与大学的关系”。 该委员会得出结论：战后的情报工作

仍需要足够高水平的学术人才，而如果人才都去往学术岗位，“不仅会造成情报机构

业绩下降，还会影响新人的培训。”②

三　 理论升华：谢尔曼·肯特对战略情报理念的阐释

战略情报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情报工作的改革和实践中。 在总体

战、政府职能扩张、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理论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战略情报的轮廓

逐渐清晰。 其服务国家安全和战略的综合性、规划性、总体性内涵不断凸显，到战争

末期已经全面超越了军事情报领域，发展出一种现代国家进行决策所必须具备的信

息职能。 １９４７ 年的《国家安全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的颁布和中央情报局的建

立，标志着战略情报正式被制度化为一种必要的决策工具，并被嵌入到美国联邦政府

中，成为国家情报的核心。
决策者对于战略情报的理念的接受，体现在战后初期建立中央情报组织的过程

中。 在 １９４５ 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关于建设未来美国的国家情报组织的第 ２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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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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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件中，使用了诸如“战略和国家政策情报”“国家安全有关情报”①等概念，明确指

出建立国家情报组织的中心任务是“综合战略和国家政策层面的各部门的情报”。②

到 １９４６ 年，联合情报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ＪＩＣ）提交的关于成立中央

情报局的前身中央情报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ＩＧ）的报告，将战略情报界定

为国家情报的核心要义：国家所需的“战略和国家政策情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今后将简称为“国家情报”。③

由此可见，此时“战略情报”已经作为一种共识性概念，渗透到决策者和情报精

英的实践当中。 尽管如此，尚未形成抽象的理论对战略情报工作的实践和经验加以

总结，更缺乏对“战略情报”的中心议题———情报与政策的关系———的阐发。 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以谢尔曼·肯特为代表的“情报思想家”承担了概念提炼和理论构建的

任务，最终建立了具有清晰概念边界和完整理论体系的“战略情报”理念。
肯特在投身情报工作之前，长期在耶鲁大学讲授法国历史。 历史学的研究训练

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情报分析思想，以至于在他的很多研究著述中，“只需简单

将文中的‘历史学家’替换为‘情报工作者’，行文仍可成立。”④最重要的是他特别强

调证据与结论之间关系的审辩态度。 他在其著作《书写历史》中写道：“‘系统的’研
究意味着对一切理所当然的事物的怀疑……甚至是最确凿的事物都要加以分析。”⑤

这种态度与情报分析的工作法则不谋而合，导致肯特在将研究目光转向国际问题后，
自然导向一种准情报研究。

肯特的情报研究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１９３９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他在

耶鲁大学校长、前调查团核心成员查尔斯·西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ｙｍｏｕｒ）的指示下和耶鲁

大学图书馆的支持下，主导设立了耶鲁“战争资料收藏”（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项目。 该项

目旨在搜集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交战地区的战争材料，以“记录战争”，进而反击

美国国内当时甚嚣尘上的孤立主义。 其搜集范围不仅包括各国的官方文件，还包括

·９２１·情报的“智性”：社会科学与美国战略情报的兴起（１９１７～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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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间的报刊、宣传标语等，显示出总体战时期战争形态的全民性特征。 项目介绍

中提到，“现代战争已超越传统战场的界限，演变为国家整体动员的‘严峻事实’。”①

就其本质而言，该项目是宣传和情报的复合体。 正如肯特在评估该项目时得出的结

论：舆论趋势正使美国社会逐步摆脱孤立主义的桎梏。 他认为，虽然美国人民还未亲

自参战，但“其支持为欧洲作战的意愿是清醒的”。②

耶鲁大学的战争资料收藏项目的研究旨趣和工作经验，使其得到了战略情报局

的关注，后被吸纳成为战略情报局的子项目。 肯特也因缘际会地加入战略情报局，担
任研究分析处最重要的地区情报分析部门———欧洲－非洲科的科长。 他在 １９４４ 年末

成为该处的执行主任，主导了盟军主要战场（欧洲－北非方向）的情报评估体系的

建构。
肯特对研究分析处的情报搜集方法和理论认识深化及革新贡献卓著。 在主任兰

格深陷行政事务时，作为执行主任的肯特实际上主持了该处的工作，成为情报分析活

动的实际领导者。 肯特的作用经常处于兰格的巨大阴影之下，但国家战争学院学术

部首任主任、国际法学家兰哈迪·迪拉德（Ｈａｒｄｙ Ｄｉｌｌａｒｄ）在介绍肯特时写道：“在战

争期间，肯特实际上主持了战略情报局研究部门的工作。 当兰格处理必要的公共关

系工作时，肯特才是研究分析处真正的智力引擎。”③据笔者考证，《贡献》《研究分析

处成就》等具有高度“智性”的总结报告都是肯特主持起草的。④ 这些细节无不印证

了他所做出的突出的智力贡献。
１９４５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肯特辗转至国家战争

学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和耶鲁大学任教。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美国战略情报理

念的奠基之作———《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 （以下简称《战略情报》）。
该书于 １９４９ 年出版。 肯特在其中构建了知识、组织和执行三位一体的战略情报理论

框架，系统地阐明了“战略情报”理念。 首先，他将情报界定为“对国家生存来说至关

重要的知识，是严峻而高层次的”，在观念上构建连接知识生产与政策决策的桥梁。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战略情报的核心总结为“对其他国家的能力和意图进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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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ａｔｈ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ｎ Ｂｅｌｌｉｇｅ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ｔａｌｓ，” 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 １９４１， Ｙａｌ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Ｓ １２１２， ｂｏｘ ２，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Ｙａ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Ｙａｌｅ Ａｌｕｍｎｉ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 １９４１， Ｙａｌ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Ｓ １２１２， ｂｏｘ ２，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ｄｙ Ｄｉｌｌａｒｄ ｔｏ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Ｄａｖｉｓ，” Ｍａｙ ２４， １９４８，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ＭＳ ８５４， ｂｏｘ ６， Ｙａｌ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肯特在一封信中证明这些文件系他本人起草。 参见 Ｋｅｎｔ ｔｏ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Ｔｒｅｍｂａｔ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１９４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０， １９４５， ＯＳ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Ｃｈｉｅｆ １９４２－４５， Ｒｅｃｏｒ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２６， Ｅｎｔｒｙ ３７， Ｂｏｘ ５， ＮＡＣＰ。



期预测”，其战略意义在于“我国制定针对其他国家的高层次国家政策的依据和基

础”。① 其次，肯特阐释了战略情报的组织向度，陈述了中央情报组织的职能和使命。
最后，他将情报工作分为监视（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两个流程，进而提出了通

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类比和证实进行“科学”战略评估的“分析金字塔”。② 借

由这本全面、系统地论述战略情报模式、功用和价值的著述，“战略情报”理念得以初

步确立。 美国国家安全学者理查德·Ｌ．拉塞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这样评价肯特的

开创性贡献：“肯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开启了一项鲜有学人涉足的艰巨工作，即
帮助公众或政策制定者理解战略情报的各个方面。”③

该书一经问世即引发了政学两界的关注。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威廉·Ｈ．杰克逊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充分肯定了该书对美国情报体制建设的价值：“这本书精心为

决策者和军事指挥官详细介绍了战略情报。 这些内容是我国政府在和平和战争时期

都未能充分重视的关键问题。 ……它必将让所有读者认识到战略情报的极端重要

性，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肩负的重大责任。”④肯特的老上司兰格则盛赞其理论创新

和突破：“我认为彻底解决普遍存在的情报难题至关重要。 ……我必须祝贺你将这

个宏大的主题梳理得条理分明，易于把握。”⑤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有关情报理

论和学术的讨论，关于战略情报的研究也发轫于此。⑥ 肯特对战略情报的阐释长期

以来被学界公认为最经典。 著名国际关系史家欧内斯特·梅（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ｙ）的评价尤

为中肯：“肯特对‘情报’概念的论述之精辟，数十年以来无人能及。”⑦

肯特对“战略情报”理念的系统阐发，实际上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１３１·情报的“智性”：社会科学与美国战略情报的兴起（１９１７～１９５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９）， ｐｐ．
ｘｘｉ～３．本文的引述参考了通行的中译本，但因为研究时段和版本的差异，尽量以 １９４９ 年第一版为主。 中译

本参见〔美〕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 （刘微、肖皓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关于该书内容的总结阐发，参见高金虎为《战略情报》中译本撰写的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

究》，引自〔美〕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刘微、肖皓元译），第 １８４～２０３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ｈｅｙ ｔｈｅ ＣＩＡ Ｇｅｔｓ Ｉｔ Ｗ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 ｔｏ
Ｇｅｔ ｉｔ Ｒｉ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ｙ １， １９４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Ｒ， ｐ． 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１９４９ ／ ０５ ／ ０１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ｒｌｄ．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７．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ｎｇｅｒ ｔｏ Ｋ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１９４９，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ＭＳ ８５４， ｂｏｘ ６，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受到肯特的影响，同时期涌现出若干从专业角度系统讨论情报问题的人，代表者是罗杰·希尔斯曼（Ｒｏｇｅｒ
Ｈｉｌｓｍａｎ）和威尔莫尔·肯德尔（Ｗｉｌｍｏｏｒｅ Ｋｅｎｄａｌｌ）。 参见 Ｒｏｇｅｒ Ｈｉｌｓｍ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ｐｐ．１２３ ～ １３５；Ｗｉｌｍｏｏｒｅ Ｋｅｎｄ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Ｎｏ． ４， Ｊｕｌｙ
１９４９）， ｐｐ．５４２～５５３。
Ｊａｃｋ Ｄａｖｉｓ，“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５， Ｎｏｖ． ２００２．ｐ．６．



战略情报局的实践经验、冷战的时代背景、中央情报组织改革的现实关切和战略理论

的演进等多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其完成了这项工作。
首先，《战略情报》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同事们集体经

验和思想的结晶。 肯特在回忆录中坦言：“这部书的主要依据是我与许多战略情报

局的同事们的对话，只有很少一部分称得上是独立研究。”①通过对比《战略情报》与
他 １９４５ 年主导撰写的两份报告《研究分析处成就》和《贡献》，不难发现，肯特至少在

战争末期已经开始思考和平时期的战略情报问题。 该书是对这两份报告的扩展与

升华。
其次，该书的写作深受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正如副书名“为美国的世界政

策服务”所示，其现实关切意在回应苏联对美国的挑战。 肯特在书的前言中表示，
“在战争尾声与和平初现的那段岁月里，苏联的种种举动已显露出未来的端倪……
我的手稿如实记录了这段日益紧张的新关系，字里行间的规劝流露着对未来的深切

不安。”②除了冷战因素，肯特还关注到了殖民帝国瓦解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 这与

研究分析处对世界各地区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 肯特认为，几乎每个新国家的出现

都给美国决策者提出了挑战，而现在“美国必须通过自己的情报工作来了解这些事

情”。③ 因此，肯特热情地关注着战后美国大学的地区研究的勃兴。 在 １９４９ 年耶鲁

大学举办的名为“世界局势呼唤美国拥有更好的战略情报”的广播访谈中，他对地区

研究服务于战略情报工作的价值大为肯定，表示“从支持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情

报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最重要、应时所需的发展”。④

再次，肯特写作的时期恰逢美国中央情报组织创设的时期。 肯特的思考直接针

对 １９４７ 年的《国家安全法》的颁布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设立。 他表示，“这确实是我想

研究的，因为法案广为人知的一部分是专门关于建立中央情报组织的。”⑤《战略情

报》第六章“中央情报组织”就是对 １９４７ 年《国家安全法》的批判性思考。
值得关注的是，肯特在写作该书时曾与战略情报局领导人、当时已被排挤出政府

的多诺万通信，并得到了后者的积极支持。 两人关于发展中央情报工作的看法总体

一致。 多诺万表示：“我不知你从何处获知我的观点，但如果你曾读过我最初提议设

立中央情报协调组织的文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关切一致。”不过，两人的侧重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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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ｄ Ｌｉｆｅ: Ａｎ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ａｎ Ｒａｆａ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Ｇ． Ｋｅｎｔ，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９９１）， ｐ．２３６．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ｖｉｉｉ．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ｘｉｉ．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ｕｎｅ ５， １９４９，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ＭＳ
８５４， ｂｏｘ ３７， Ｙａｌ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Ｋｅｎｔ，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ｄ Ｌｉｆｅ: Ａｎ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２３７．



所不同。 多诺万在通信中表示，他更关注如何建立一个文职中央情报机构。① 当时

美国政治和情报精英关于情报工作的讨论大都集中于此。 肯特则更关心当时情报改

革中最专业化、最不引人关注的主题———情报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对外关系决策。 当

时美国政治和情报精英关于情报工作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构建中央情报机构以

及该机构与各部门情报组织的关系上。 “鲜有人像肯特那样，深入思考过情报与政

策之间的关联。”②因此，相比于多诺万，肯特更在意美国能否建立一个服务于决策的

常设战略情报分析机构。 肯特在 １９４６ 年写给兰格的信中写道：“为了使战略情报局

研究分析处变成一个永久性组织，我将倾注全部心血。”③

最后，随着总体战和总体冷战对国家战略总体性、规划性、政治性的要求越来越

高，肯特在构思和写作《战略情报》期间，尽力吸收了战略研究的前沿理论。 他曾多

次致信核战略研究的奠基人伯纳德·布罗迪（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ｒｏｄｉｅ）寻求建议，布罗迪的见

解和争辩带给他很大的启发。 两位各自领域的奠基人之间密集的学术通信，集中展

现了战略情报学与军事战略学共享的“战略”概念的共通和分歧之处。
肯特总体上同意、吸收了布罗迪关于战略问题的核心观点。 他曾说，“布罗迪关

于战略的一切观点都可以用于思考情报。”④两者在战略的要义是“对国家资源的合

理配置”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布罗迪在其 １９４９ 年发表的《战略的科学性》一文中提

出，“战略研究的核心在于发掘并统筹国家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战

时综合实力……同时力求在和平与战争时期，让安全建设对国家其他发展目标的制

约降到最低。”⑤布罗迪所称的战略关乎有限的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以及政策手段

和目标之间的匹配权衡。 而肯特在《战略情报》中也将了解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主动

出击行动的特点和力度，以确保国家的政策的有效性，作为战略情报的主要目标。⑥

两者的契合性使肯特所说的战略情报几乎完全可以安置在布罗迪关于国家战略的图

景中。
但是，二者围绕各自使用的核心术语———“能力” 与“战争潜力” （ ｗａｒ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产生了不小的分歧。 这凸显了他们的现实关切和学科视角的巨大差异。 肯

特在给布罗迪的信中，主张以“能力”分析取代战略研究强调的“战争潜力”分析。 他

认为，“能力”分析在时空维度上的具体性和灵活性，要优于时间尺度局限于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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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前或战争初期、测度标准较为静态的“战争潜力”分析，因而“能力”分析比“战争潜

力”分析“更有战略思考价值”，更符合战略规划的需要。① 布罗迪回信反驳了肯特的

观点，并点明“能力”这一术语系肯特独创，“在遇到你之前，我几乎没有听说过该词。
我对该词内涵的全部理解都来自于你。”布罗迪认为两者在时空上存在显著区别，且
“战争潜力”更具包容性：“‘战争潜力’应包含比‘能力’分析更多的不可估量的

因素。”②

由此可见，虽然共享“战略”的概念，但布罗迪作为战略研究学者更关心国家面

对总体战，相对长期、稳固而硬核的国家总体的战争潜力建设和发展问题。 因此，他
反对将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战略问题同等看待，直言“在和平和战争时期为确保安全

而对国家资源进行的配置，比例相差悬殊”。③ 正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将关注效用的

经济学视为战略科学的核心支撑。 而肯特关心的是战略情报如何在具体时空下为国

家即时的战争和外交决策提供服务。 因而他所强调的是以一种更灵活、更关注复杂

性和联系性的思维，处理全部硬核和相对软性的要素。 这显然来自历史学追求语境

化和复杂性的思维方式。
肯特对战略的综合性理解，造就了这样一种关于战略情报的观念，即和平时期的

国家安全战略与战争时期的军事战略是异曲同工的，并无本质区别。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他在国家战争学院发表名为“战略情报”的演讲时指出，虽然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

战略大不相同，战争时期的战略旨在节约力量以克敌制胜，和平时期的战略旨在维护

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但这只是程度和侧重的差异，两者的情报需求“本质上非常相

似”。 因此，必须关注战略情报的整体性，“将情报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④

１９５０ 年中央情报局关于朝鲜战争的情报预警的失灵，直接暴露了既有评估体系

的缺陷，成为推动美国情报分析体系改革的转折点。 为了更好地评估“一个国家的

战争潜力、战争准备、战略能力和意图、面对各种形式的直接攻击或间接压力的脆弱

性”，⑤美国设立了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在威廉·杰克

逊的举荐下，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ｄｅｌｌ Ｓｍｉｔｈ）力邀肯

特加入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 １９５２ 年肯特执掌该办公室后，得以在国家情报评估工

作的改革中将自己的战略情报理念付诸实践。 这包括提高国家情报评估的层级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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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建立该办公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每季度的协商机制，等等。①改革后的

国家情报评估为冷战时期美国应对苏联的冷战战略和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执

掌国家情报评估（１９５２～１９６７）的肯特后来颇感自豪地说：“美国在 ５０ 年代之所以能

密切追踪若干重大事态的发展，并据此调整国防部署以应对主要对手实力的变化，完
全得益于其卓越的战略情报工作。”②

四　 结　 　 语

时至今日，战略情报已深刻植根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当中，成为美国情报共同体

工作的理念支撑和中心任务。 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初期这一奠基时期的战

略情报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历史考察可见，在总体战或总体冷战出现、美国确立全球性

战略目标、重组军事政府体制等多重历史趋势的合力作用下，美国社会科学的认知范

式、实证方法、理论框架和研究规范深刻地塑造了战略情报的组织形态、方法技能和

丰富内涵，为情报这项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事业赋予了追求“智性”的特质。 可以

说，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现代情报工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及其组织目

标和制度原则。
战略情报的“智性”特质使其在情报体系中具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纵

观人类文明史，长期以来“情报”被视为“间谍”的同义语。 而战略情报的革命性意义

就在于，它颠覆了对情报搜集方法和概念的既有认知，首次将确切的实证知识（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科学”方法确立为情报生产的核心要素———这被许多美国情报精

英视为美国的国家特性。 正如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局长罗杰·希尔斯曼（Ｒｏｇｅｒ
Ｈｉｌｓｍａｎ）所指出的，“战略情报”的词汇“常让人联想到一个冷静干练的英国特工”，
而在美国则需要增加另一重形象———他们是“数百名情报分析人员，他们是世界上

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负责提供信息和警告，以及对可能发生的事态发展做出的

估计”。③ 究其本质，战略情报的兴起是社会科学试图以自身的专业知识生产机制，
嵌入职能和权力高度扩张的现代国家，以实现重大外交和军事决策臻于科学和理性

的重要尝试。
然而，关于这一“历史试验”的效用，至今仍难以下定论。 作为当代美国情报工

作的核心，国家情报评估的结果经常是“喜忧参半”的：它成功地预判了 １９５７ 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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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尼克”卫星的发射，却在预测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上出现情报失误。 出

现这种情况是由情报的本质所决定的。 由于人类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它始

终无法在穷尽信息和完善方法的基础上实现完全理性化的思考和研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情报事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报文化偏好，而战略情报

代表的“智性”传统只是其中的“明面”。 历史表明，在多数时候，以隐蔽行动和间谍

活动为代表的“暗面”往往更具影响力和破坏性。 国会的“丘奇委员会” （Ｃｈｕ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７６ 年对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调查，尖锐地批评了中央情报局的现状

与初衷的背道而驰，认为这个本应“为政府高级官员提供高质量、客观的情报分析”、
旨在进行独立于政策偏见的“国家情报评估”机构，却沦为了“冷战攻势的秘密行动

工具”。① 这种情报体制和功能的异化不仅背离了社会科学家的改革初衷，造成情报

机构内部的知识生产端与执行端的分化，也在冷战中给世界广大地区蒙上了深重的

阴影。 这些情报组织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开展干涉活动，持续带来严重的后果。 肯特

的个人简历就透出了这种深刻的裂痕：“我毫不掩饰与战略情报局或中央情报局这

两个机构的联系，但我的情报职责是完全公开的。 我的工作全部在情报研究和分析

领域。 我从未在专业上与秘密行动部门有过联系。”②

无论如何，根植于美国的智识主义传统的战略情报，代表了一种启蒙理性所主张

的“世界可以被认识”的偏好在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的实践，其价值已经超越其实际

功用，成为现代国家的认知和决策流程中不可或缺的指导理念和底层逻辑之一。 正

如肯特在《战略情报》１９６５ 年版序言中所强调的，纵然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和智能技

术的快速变革，“专业思维”在“知识、智慧和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判断永远无

法被取代。③ 战略情报“智性”的特质不断提醒我们：在建设国家决策的情报支持体

系的过程中，既要追求情报技术和设备的智能化，更要深刻理解情报的“知识”本质，
将探索情报与决策的关系背后的人类认知规律，作为情报工作的永恒命题。

高昕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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